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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的中日关系与寓滇日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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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佛教僧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初期，中日交往尚未正常 

化，已有日本僧人名留云南史册，为丰富当地文化宝库及发展中日关系作出了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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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与境外岛国日本，两者远隔千山万水，当省外各地通过与日本的交往而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留下多

彩的篇章时，僻处西南边疆的云南却默默无闻，及至近几十年日本学界兴起到云南的“寻根热”后，两地间的

联系似才进人人们的视野。其实，早在六百多年前的明代初期，已有日本僧人活跃于云南，在中日关系史上写

下了厚重的一页。明末清初钱谦益所辑明代《列朝诗集)载:“国初，日本僧人贡者，多谴滴居滇南。(1)明初寓

居云南的日本僧人，有如瑶、机先、天祥、大用、演此宗、斗南、宗拗、昙演等人，其至滇原因及在滇状况不

一，从中反映出当时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 

        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佛教僧人对促进双方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两汉之际佛教传人中国后，历代

发展迅速，隋唐时形成一个高潮，从而使其成为日本学习盛唐文化的内容之一，也使中国成为日本吸纳佛教的

重要中转站。日本遣唐使中大批学问僧的加盟，中国鉴真和尚的六渡扶桑等，均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千古盛

事及佳话。 

        佛教于六世纪初经中国及朝鲜传人日本，其后渐与其原有的民族信仰和风俗习惯相融合，不断改变着人

们的思想和意识，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古代的日本僧人，不但是研究佛教经典的行家里

手，还是熟悉和掌握先进汉文化的儒者、诗人、书法家和艺术家，同时也是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中担负重任的主

要使者和外交家。有学者指出，在历代的中日交往中，“日本正副使臣很少是职业外交官，多数是熟悉两国情

况的僧人、商人或学者，尤以僧人为多”。(2)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吸取元代征讨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等国而失败的教训，对周边国家和地区采取和

平外交政策，意图通过稳定人心及恢复传统的“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关系，(3)达到‘。

四夷宾服，万国来朝”而树立自己“天下共主”的形象;并为此专门下诏礼部，对国内外人贡者给予薄来厚往

的优待:“诸蛮夷酋长来朝，涉履山海，动经数万里。彼既慕义来归，则责予之物宜厚，以示朝廷怀柔之

意。”(4)致明初不长时间内，周边及海外国家、地区纷纷造使人京朝贡。但在与日本的交往中，由于特殊的

历史及现实因素，双方间的关系一直难以正常。在早先元世祖忽必烈两次远征日本失败后，中日官方交往断

绝，“终元世，未相通也”。(5)元明朝代兴替之际，日本也处于南北分裂之中，北朝以幕府将军足利氏控制

天皇而掌政，南朝则以征西将军怀良(中国史籍多误作“良怀，’)亲王掌权而自成一体。至明初洪武时，双方

对彼此国情的变化尚不明了，而此期间的中国沿海地区，则不断遭受日本海盗的侵掠寇扰:洪武二年(1369

年)，“楼寇复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劫夺货财，沿海皆受其患”。(6)三年六月，“楼

寇山东、浙江、福建滨海州县”;(7)五年三月，“楼夷寇海盐之橄浦，杀掠人民”;同年八月，“楼夷寇福州之



福宁县，前后杀掠居民三百五十余人，焚烧庐舍千余家，劫取官粮二百五十石”，(8)等等。尽管洪武二年朱

元璋即派出使节，要求日本“奉表来庭”，或自安境土、制止寇盗，否则便要“代天伐不仁”，派大将“扬帆

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9)但朱元璋将日本视为统一国家而不知其南北对立现状，本欲与天

皇联系却找到怀良亲王，故目的难以达到;怀良亲王则将明廷认为是元王朝的继续而拒绝交往，杀害及拘禁了

部分明朝使者。后来双方虽逐步明白了真相，但交往中仍磕磕碰碰，难以正常。另外，日本一方面南北双方暗

中猜忌相互拆台，另一方面则反感明朝惯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态，不愿再完全恢复以前旧的藩属关系。因而侨

寇对中国的侵扰行为，长期中断断续续并未真正停止，加上当时遁人海岛的张士诚、方国珍残余反明势力与俊

寇勾结而不断加大骚扰力度等等，终于促使朱元璋于洪武四年开始多次下令禁止私人出海，最后形成了对明代

社会及中外关系影响极大的“海禁”政策。但尽管如此，此期间中日两国僧人在建立双方的互动关系及信息沟

通方面，仍以其特殊的身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同时送回被明朝擒获的日本海盗、僧侣等十五

人。南朝怀良亲王在明使的谴责及诚意打动下态度有所转变，于次年“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

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10)朱元璋厚赐日本使者，从祖来口中证实了不久前从元末至南京佛寺的

日本僧人椿庭海寿处了解到的日本国情，认为“其俗尚禅教，宜选高僧说其归顺”，(11)遂于洪武六年派明州

天宁寺主持僧仲献祖阐、南京瓦官寺主持僧无逸克勤等人送使者还国，同时与北朝取得联系。但祖阐等人在归

途中拜访怀良亲王时，又被其拘押一年多。此后明朝与日本南北双方均保持往来，日本亦多次派僧人为使人

贡，其中并杂有一些假借朝贡之名冒充使者以图赏赐及贸易厚利者。朱元璋曾因日本使者“无表文”、“无国

王之命”且“不奉正朔”及“表词不诚”等而恼怒，多次辞却日使人贡。(12)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承相胡惟庸以谋反被诛，罪名之一为勾结日本。(明史)载:“胡惟庸谋逆，欲藉

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滴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

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人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

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

务。”(13)所涉通楼案，今学者多有考证，认为乃朱元璋为丑化已死的胡惟庸而炮制的假案，此不赘言，而如

瑶被牵连惩处，则将明初日僧与云南开始联系在了一起。 

        历史上的云南，被称偏远蛮荒瘴病之区，中原人视为畏途，而其位处西南边疆，接邻东南亚各国，地广

人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自洪武十五年(1382年)三月平定云南后，明廷即通过各种方式人迁大量外地移

民，在军士留戍要地、平民行政安置之外，还有相当部分的贬滴官吏和充军罪犯等。 

       有关如瑶发配云南事，《明实录》载:洪武十四年七月，“日本国王良怀遣僧如瑶等贡方物及马十匹，上

命却其贡，’;(14)《续文献通考》云:洪武十七年，“如瑶又来贡，坐通胡惟庸，发云南守御”。(15)可知如

瑶曾两次出使中国，最后因胡惟庸案牵连被发配云南，成为明初日本僧人发配云南的第一人，也是当时史籍中

唯一确载的日僧滴滇者。 

        永乐、宣德间，代镇云南的世袭镇守云南总兵官西平侯沐英第三子沐昂，结交在滇文士，编纂云南最早

的诗歌总集(沧海遗珠)4卷，辑有明初宦于滇、滴于滇的名士朱经、方行、朱琳、曾垣、周防、韩宜可、王景

彰、楼琏、王汝玉、逮艇、平显、胡粹中、杨宗彝、刘叔让、杨子善、张洪、范宗晖、施敬、僧天祥、僧机

先、僧大用21人的诗作270首;作者姓名之下，各注其字号里居。对僧天祥、僧机先、僧大用，则明言其为日本

人。(16) 

        机先，或作鉴机先、释机先、僧机先。钱谦益《列朝诗集)说:“鉴机先，日本人。先有《滇阳八景》云:

‘岂料长为南窜客，朝朝相对独为翁。’国初，日本僧人贡者，多谴滴居滇南，故沐氏得录其诗也。胡《挽鉴

机先》诗云:‘日出扶桑极东处，云归滇海最西头。’知机先段于滇也。”(17)胡粹中，浙江山阴人，博通经

史，洪武时以事安置昆明，永乐间调任楚府长史，著有《元史续编》77卷。(18)扶桑为旧时日本的代称。钱氏

根据两人诗句分析，证明机先为明初日本滴居僧人，去世于滇，言之成理。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旧本四

僧塔，在龙泉峰北润之上。逮光古、斗南，其二人失其名，皆日本国人，元末迁滴大理。皆能诗善书。卒，学

佛化去，郡人怜而葬之。”(19)诸葛元声万历(滇史)卷9载: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旧本四僧居大理者，

同日化去。四僧:逢光古、斗南，其一机先也。元末迁流大理，皆能诗善书，郡人怜而葬之。……机先有(滇池

诗》云:‘滇池有客夜乘舟，渺渺金波接素秋。白月随人相上下，青天在水与沉浮。遥怜谢客沧州趣，更爱苏

仙赤壁游。坐倚篷窗吟到晓，不知身尚在南州。”，《滇史》之说似本于万历《云南通志》，且纠前者“逮”

之误为“途”及补出四僧之一为机先，当是;但将元代前中期的至大年间称为元末，则误。逮 



光古实非元人，更非日僧，乃河南怀庆府(治今河南沁阳)人途艇。天启《滇志)云:“逮叔，字光古，怀庆人，

洪武初戍滇。通经术，能诗赋。所著有《方外集》。”(20)机先所作《滇池诗》，天启《滇志)卷28《艺文

志》中亦有载，两者完全一致，且署名作者为“本朝释机先”。另(抢海遗珠》中，并载有胡粹中、僧机先

《挽途光古先生》及日僧大用《挽逮光古》诗。可知机先等均为明初洪武时人且相互交往密切，而与元末无

关，也非同日而卒。机先的贬滴身份当可无疑，但元代中后期中日间已无官方往来，不存在日本僧人被迁请云

南的条件及可能;如果其于元末被贬，至明初改朝换代，羁绊之身自然已得解放，大可远走高飞脱离苦海，不

必再发“岂料长为南窜客，朝朝相对独为翁”之声。李元阳、诸葛元声二书，于此记载均不确。 

       天祥、大用，《枪海遗珠)虽注明为日本僧人，但史迹不详。《沧海遗珠)录天样诗11首，从诗中内容，可

知其曾于杭州、长安等处滞留，从川、黔进人昆明、大理，结交友人不少，其或为明初日本游方僧人。大用，

《沧海遗珠》仅录其《挽途光古》诗一首，可知其与途赦相交甚厚，与机先、天祥为同时代之人。 

        演此宗，《沧海遗珠》卷1有曾垣《赠日本僧演此宗》诗:“达摩居篙九载期，此宗寂寂有谁知?生从日本

精三藏，老向云南礼六时。香满墨池临旧帖，花明春坞咏新诗。别来应有惊人句，好奇东风慰所思。”另有平

显(寄演此宗)诗:“秋风起江汉，纤月在西南;影落清滇水，凉生白石完。唱酬蔬笋气，梦寐葛藤谈;未遂依禅

寂，徒惭雪满替。”(21)曾垣，字日章，翰林学士，洪武年昆明安置。平显，字仲徽，浙江杭州人，洪武初授

广西藤县令，以事降主薄，不久滴戍云南，以博学能文，西平侯沐英请于朝，除军籍，聘为塾宾。(22)两诗中

反映出，演此宗为戒律精深的日本僧人，至云南时年事已高，工书善诗，与当地文士为友，常以诗书文章唱

和。 

       斗南，为大理四僧塔所葬日僧之一，与明初云南文士多有往来。(沧海遗珠)卷2录楼琏(送镜中照上人兼柬

斗南和尚》诗:“旧住扶桑第几山，偶然踪迹落人间。萝衣拂露辞秋壑，藤杖扶霜度晓关。滇海飞来孤月小，

点苍留得半云闲。殷勤为报圆通客，鹤背清风好共还。”同书卷3载杨宗彝(谢斗南禅师惠竹杖》诗:“扶桑禅

子下蓬莱，携得仙人竹杖来;瘦节只疑同鹤骨，虚心犹恐是龙胎。衰年正赖扶持力，异日须知变化材;不怕石头

溪路滑，月明随意步苍苔。”两诗中均将斗南与“扶桑”相连，确指其系日本僧人;而与斗南并列的镜中照上

人，当也同为“扶桑”高僧，惟其名仅此一见。楼琏，浙江金华人，曾从宋镰学，历官蓝田知县、广东道御史

等，洪武间滴戍云南。后召还，建文时任侍读。永乐初成祖篡位，命其起草诏书，不敢拒命而自杀。著有《居

夷稿》。(23) 

        宗锄、昙演，二人均寓居昆明，似为游方而至的驻锡高僧。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圆通寺，在城中

螺山之下……其内有轩，曰翠微深处;有楼，曰古木回岩:皆日东僧所建。”并于其下录有都事吴存敬诗云“上

人生自扶桑国，结屋云山第几重。……”随后另有宗渝诗:“翠微深处乱山中，筑室闲倚桂树丛。夜榻泉鸣口

涧雨，晓园花落满林风。窗含细霭衣常湿，桥拥浮搓路口通。异域十年天万里，几番归梦海云东。”(24)可知

日东僧指的正是宗拗，他寓居海外异国十年，多次梦中归返遥远的故乡，于圆通寺建有“翠微深处”轩及“古

木回岩”楼，为人们所称道。另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有云:“聚远楼，在五华山泰然堂之南，先时日东僧昙

演所建。凡滇南之景，一览俱在。后定边伯乐其胜，乃重修之，以为游观之所。”其后有平显酬赠诗:“……

僧游海藏受斋归，小笠轻袍航一苇。……扶桑亚风掀海立，金马腾骥脱其萦。……”(25)昙演同宗渝一样，出

自扶桑，与当地文士交往密切，并成为其诗中吟咏的对象。 

       除以上诸人外，尚有大理感通寺的桂隐、南江，亦同为明初来自‘旧东”的僧人，在与当地白族学者的诗

文唱酬中留下了迹印。(26) 

        明初日本僧人在云南的状况，折射出当时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及其时代特点。 

       首先，此时期中日双方均处于国内局势擅变及朝代更替阶段，之前数十年交恶留下的隔阂和猜忌，使得彼

此间的来往需有一个相互了解及磨合过程。刚打下江山坐上帝位的朱元璋，难以容忍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在

明廷所派使者曾经被杀、沿海地区楼寇侵扰难止，以及对方涉嫌参与明朝大臣叛乱阴谋时，“两国交兵不斩来

使”的古训失去约束力，尚处于非正常关系中的对方使者自然成为政坛事件的替罪羊和牺牲品，被抛人贬滴队

伍而成为边疆移民中的一员。 

      其次，中日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两国官方交往停滞之时，民间的相互往来却从未间断。地位特殊的日本

僧人，除了充当使者，还有相当部分以私人身份进人中国。这些来访的日僧，尽管人明途径及从事的活动不

同，但学习中华文化、沟通两国信息则大同小异，在发展双边关系中发挥了桥梁和润滑剂作用，成为中日文化

交流的先行者和传播者。 

       最后，人明日僧大多汉文化功底深厚，不论是囿居一隅者、游历四方者或驻锡古刹者，宗教之外，往往从



 

 

事相关的文学活动;他们与所在地僧人及方外儒士、儒官关系密切，相互间切磋交流，酬赠唱和，所见所思尽

人诗篇，从而辉报文坛、留迹史册，为当地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在推动两国文化的发展中作出了积极的

努力和贡献。 

 

注释： 

古永继，云南大学西南边班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1)[清〕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第六《小传》。 

(2)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载《日本学论坛》，1987年第1期。 

(3)《明太祖洪武实录》卷260 

(4)《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540 

(5)《明史》卷322(外国列传三·日本)。 

(6)〔明〕严从简:《殊域周知录》卷2《日本》。 

(7)(明史)卷2(太祖本纪二)。 

(8)《明太祖洪武实录)卷73, 75. 

(9)(明太祖洪武实录)卷390 

(10)《明史)卷322(外国列传三·日本)。 

(11)【明]严从简:(殊域周知录)卷2《日本)。 

(12)《明史)卷322《外国列传三·日本)。 

(13)《明史)卷322(外国列传三·日本)。 

(14)《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380 

 (15)【明」王析:《续文献通考》卷234《四裔考·东夷·日本》。另，明郑晓《皇明四夷考》、何乔远《名山

藏)、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明大浩三篇》等亦作此说，而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则云发陕西，明王世贞(日

本国志)云发陕西、四川，明焦兹(献征录)则说如瑶所率精兵尽被诛夷。 

    (16)见《沧海遗珠》卷首序及各卷篇目。 

    (17)〔清〕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第六《小传》。所言“八景”，实为“六景”之误。雍正(浙江通志)卷

180(人物六·文苑三)。 

   (18)万历《云南通志》卷2《地理志·大理府·古迹》。按:“逮”为“逢”之误，途光古即通袒，非日本

人。 

  (19)天启(滇志)卷13(官师志·流寓)。 

(21)《枪海遗珠》卷20 

   (22)(沦海遗珠》卷1、天启《滇志》卷13《官师志·流寓》。 

   (23)天启《滇志)卷13《官师志·流寓)，《明史》卷141《方孝猫列传》。 

   (24)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云南府·寺观)。 

    (25)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云南府·楼阁)。 

   (26)见王叔武《明初旅滇的日本僧人》，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势1年第3期。按:此文及孙太初《明初

流窝云南的日本僧人)((思想战线》1980年第3期)，同为研究明代富演日僧的力作，笔者撰写本文多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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